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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② 曹 文 埴
书 法《书 苏 轼 刑 赏
忠厚之至论后》

相较于前篇 《慎刑论》 构建的“德刑并用”总纲，
这篇 《慎刑续论》 的针对性更强，直接指向嘉庆朝司法
实践中的具体溃烂病灶，其思想核心可提炼为“捍卫法
律刚性，反对司法妄为”，反映了一位力图挽救颓势却

深感无力的君主的深度焦虑。
首 先 ， 文 章 直 指 时 弊 ， 开 篇 与 结 尾 形 成 闭

环 ， 痛 斥 司 法 官 员 “ 引 律 多 不 妥 协 ， 意 为 重
轻”。对当时的司法腐败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
精准地指出了当时司法系统的核心问题：官吏

利用法律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进行寻租或惰
政，导致法律执行严重失真。

嘉 庆 提 出 了 极 为 具 体 的 “ 程 序 性 ”
严格要求：“一字不可妄加，一言不可
臆造。”要求司法文书和审判必须严格
忠于法律原文和案件事实，这超越了前
篇泛论“宽严之慎”的内容，旨在从技

术层面压缩官吏枉法的空间，可视为
中国传统司法追求“程序正义”的
明确表达。

其次，文章对法律的稳定性进
行了着重强调，反对“析言破律”，
反 对 执 法 环 节 的 任 意 “ 更 张 ” 和

“

妄作”。他认为这会“坏法乱纪，民无所措手足”。在法
律已然不彰的时代，捍卫法律文本的绝对权威，比追求
灵活变通更为紧迫。这是一种面对吏治崩坏时的保守主
义法治策略。

最后，文章的末尾体现了嘉庆焦虑的根源：在发布《慎刑
论》后，现实毫无改善甚至更糟。

与 《慎刑论》 相比，《慎刑续论》 更像是一份针对司法
系统的严厉内部训令，展现了皇权在官僚系统日常性失职
面前的挫败。也为我们观察清朝中期司法实践与皇权理想
之间的深层断裂提供了一个精准的帝王视角。

（本版图片除图②外均来自故宫博物院）

乾隆《书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后》

清代君臣秉持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重视礼法并用，主
张顺民心而行教化，认为政令顺乎情理、合乎道义，方能实现刑罚清明、
百姓顺服，从根源上减少民间纷争与诉讼，最终达成刑措不用、天下安
定的局面。反映在司法上，强调审慎用刑，仔细核查案情，杜绝偏听偏
信，兼顾人情事理，力求判案公允持平，反对严刑峻法与滥施刑罚。

现以故宫藏乾隆《书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后》《修德修刑论》和
嘉庆《慎刑论》《续慎刑论》书法作品为例，探讨其中的慎刑思想。

《书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后》 是乾隆晚年慎刑思想成熟时期
的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年），用行书写成，笔法流畅
劲健，运笔洒脱，行款疏密匀称；墨色饱满灵动，字形开张大气

（见图①）。以流畅行书书写司法议论文，借行书灵动而不失规则
的特质，隐喻治国应宽严相济、礼法并用，此文达到书法、法
理、政治思想的三统一。

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乾隆驳斥苏轼
科考名篇 《刑赏忠厚之至论》 中“皋陶
三请杀，尧帝三宥之”的典故引用不
当，认定其“虚妄不经”。他指出，此
处的不合理并非典故无出处，而是圣君
贤臣德行相通、理念一致，断不会在人

命重案上意见截然相悖，即“三请杀”
“三宥之”。刑法事关生死，君臣理当斟
酌事理、统一论断，依罪犯自身行为定
罪：罪当处死则君臣同判诛杀，罪可宽
宥便一致赦免，不应出现臣主诛杀、君
刻意宽赦的矛盾情形，这种反复不定，
恰恰体现了君臣断案无定见，有悖审慎
断案的原则。

乾隆批判该说法滋生诸多吏治流
弊，后世官员定重罪后预留君主施恩赦
免的空间，皆受苏轼此说影响。犯人如
侥幸获赦是其大幸，若无恩赦免便易酿
成冤案。同时，乾隆不认同疑罪随意轻
重的司法做法，主张断案应明察实情、
深究事理，查清疑点以定刑罚轻重。

乾隆认可苏轼借文章批评王安石严
刑牟利新法的初衷，但指出苏轼虚构上
古圣贤事迹的做法实属不当，其最大隐
患在于，误导君主认为生杀予夺可凭个
人意志决断，弱化律法约束。全文体现
乾隆慎刑思想，反对刻意制造君臣刑赏
分歧，反对主观任意量刑，主张据实断
案、法度统一，严守司法公正，杜绝人
情干预律法。

那么，让乾隆皇帝驳斥的
苏轼典故，到底详情如

何呢？作为科举考试的名篇，《刑赏忠
厚 之 至 论》， 是 北 宋 嘉 祐 二 年 （1057
年） 苏轼参加进士考试的文章。文中苏
轼为论证“刑宽赏厚、明德慎罚”的治
国理念，引用了“皋陶三请杀，尧帝三
宥之”的典故。此次科考由翰林学士欧

阳修主持，国子监直讲梅尧臣是副考。
该文文风雄健、义理精深，深得两位考
官赏识。因科举糊名誊录制度，欧阳修
误以为此文是其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
将其定为第二名。

阅卷时，梅尧臣查遍典籍，始终找
不到该典故出处。事后，苏轼登门拜谢
恩师时，坦言此典故是“想当然耳”，
系自己杜撰。这桩文坛公案成为宋代古
文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凸显了宋代士人
重义理、轻考据的风气，也彰显了欧阳
修惜才容人的宗师气度。苏轼杜撰典故
旨在借古喻今，倡导仁政恤民、审慎用
刑，契合当时吏治革新理念。

但乾隆对此严加驳斥，认为苏轼虚
构圣君贤臣典故，亵渎先贤，破坏法度
权威，容易滋生司法独断风气，与清代
统一法度、慎刑矜狱的治国理念相悖，
彻底颠覆了之前对其固有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写完这篇文章
后，下发朝臣学习，以书法见长的大臣
曹文埴在折扇上抄写了这篇文章，现藏
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见图②）。

乾隆《修德修刑论》

从内容看，《修德修刑论》 看似讨论日食、月食等天
文问题，实则是乾隆借题发挥，阐述其核心法律思想与治
国理念。他开篇即点出批判对象——管子“日食修德，月
食修刑”的观点。反对将“德”与“刑”割裂，且仅在日
食、月食时修行。凭借天文知识 （日食少、月食多） 进行
逻辑反驳，指出如果按此说法，修德的时机远少于修刑，
这显然不合理。他认为，不能把德、刑拆分，而且要时时
修徳修刑，即德政与刑罚是永不间断的日常功课，强调其
常态性和人为性，跳出了完全依附天象的被动治国模式。

这篇文章还体现了乾隆“德刑一体”的法律观。他将
“德”与“刑”统一为君主执政的一体两面：德刑相辅相
成，治理国家不能偏废。他主张的“修德”，是持续推行
仁政、教化；而“修刑”，是不断整饬法律、公正刑罚。
两者都应如日月运行般恒常，不应因天象变化而忽急忽
缓，体现了追求制度稳定、避免朝令夕改的治理思想。

这些并非空谈，而与乾隆时期的政治法律实践深度契
合：强调君主对“德刑”负有永恒的个人责任，这既强化了皇
权意识，也隐含了对君主的道德要求。用天文规律反驳传统
灾异论，体现了清代前期君主理性务实的一面。乾隆的法制
思想在当时得到体现：一是修订律例，乾隆初年即下令修定

《大清律例》，确立“三年一修”的常制，使“修刑”制度化。二
是注重吏治，他深知法律执行的关键在于官员，因此反复强
调严惩贪官、整饬吏治。尤其是甘肃冒赈案之后，惩治贪墨
尤为严厉。三是明刑弼教，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清代官员
常追求“法、理、情”的统一，以实现法律教化社会化的功能，
这正是“德刑一体”在个案中的体现。

《修德修刑论》 是乾隆晚年成熟法治理念的体现，承
接其据实审案的思想。与宋代偏重仁恕宽刑不同，清代强
调德刑兼顾、求实慎刑、法度统一，此文是清代官方正统
慎刑思想的总结性御文。

《修德修刑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写成，用行书写在描金云龙纹蜡笺上，此时
乾隆已 81 岁高龄。全文行笔沉稳流畅，行间疏朗开阔，呈现出端严流丽之貌（见图③）。描
金云龙纹蜡笺，是由苏州织造与造办处督造的纸张，以蜂蜡、川蜡涂纸抛光，再用泥金手绘
皇家专属的五爪云龙祥云纹样，仅限帝王书写御制文章、谕旨及重要典论使用。

图③ 乾隆书法 《修德修刑论》

嘉庆《慎刑论》

《慎刑论》 是嘉庆对其“慎刑”司法纲领的系统阐
述，核心在于“德主刑辅，慎用为纲”，强调德刑并用，
如同自然需要春秋调和，治国必须德政与法律相辅相成。
慎为核心，明确提出“慎”是用刑的“大纲”，强调司法
必须超越个人喜怒，追求“至当不易”的平衡，既反对酷
吏的严刑峻法，也批评无原则“宽仁”的伪善，指出两者
都是不“慎”的表现。其司法意义在于将慎刑提升到维系
天道和谐、教化风俗的政治高度，体现了传统中国“天人
感应”思想下的司法哲学。

《慎刑论》 体现了嘉庆追求宽严之间动态平衡的法
律思想。他反对两种极端，既严厉批判酷吏的“锻炼罗
织”，也否定无原则的“救生不救死”，认为两者都是

“不慎”的表现。坚持“慎”的核心在于，司法者需根
据具体案情，在“可矜”的生者与“可悯”的死者之
间，在“从严”与“从宽”之间，找到最公正、最适当
的那个平衡点。其最终目标是“刑期无刑”（通过刑罚
以期未来不再动用刑罚） 和“保全良善”，这体现了儒
家仁政思想。

嘉庆不仅撰文阐述其“慎刑”思想，更致力于将其制
度化。一是在立法上制定了“恤刑之典”，在嘉庆朝 《大
清会典》 中系统汇总了各类停刑、减刑、缓决的特别规
定，使“慎刑”有章可循。二是发展“夹签”制度，对于
按律当死但情有可原的案件当事人，允许刑部以“夹签”
方式附陈案情，为皇帝法外施恩、降等量刑提供了合法渠
道，“夹签”成为“慎刑”的重要制度工具。三是调整司
法权限，比如，调整内务府对旗人与非旗人案件的管辖
权，试图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

尽管嘉庆提出了系统的“慎刑”思想并推动其制度建
设，但“慎刑”的落实在现实中遭遇了巨大挑战，首当其
冲的就是难以根除的司法腐败。嘉庆朝官僚系统已深度腐
化，地方官“讳盗为窃”、胥吏敲诈勒索成风。皇帝一人
的“慎刑”，难以扭转整个系统的溃烂。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在人口激增、资源紧张、白莲教
起义等社会大动荡背景下，司法作为最后防线承受巨大压
力。维护稳定的现实需求，有时会与“慎刑恤囚”的理想
产生直接冲突。当然，也有他个人的局限。嘉庆性格谨慎
守成，其改革多限于在既有框架内调整修补，缺乏乾隆早
期或雍正那般雷厉风行、重塑制度的魄力。他对司法的干
预 （如详细批阅“招册”），也反映了对官僚系统的不信
任及最高统治者事必躬亲的无奈。

因此，可以说，这篇 《慎刑论》 是一份具有高度理
想主义色彩的司法改革纲领。然而，在清朝由盛转衰的
特定历史节点上，这套精致的理论因为受腐败的官僚体
系、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君主个人能力的局限，最终未
能从根本上扭转司法衰败的趋势，其“狱讼渐鲜”的理
想也未能实现。

嘉庆十三年（1808年），嘉庆写了《慎刑论》一文，表达了他对刑罚、治国等问题的看法。
通篇采用标准馆阁体楷书，端正平稳，温润内敛，承袭了清代皇家楷书规范（见图④）。相较
于乾隆行书的雄健洒脱，嘉庆的书法更质朴严谨，体现其谨慎内敛、恪守成法的个人性格，
也体现了清代礼法合一的治国思想。标准馆阁体，是明清官方主流楷书字体，因盛行于翰
林院、内阁、馆阁等文职机构得名，也是清代宫廷御书、科考、公文、内府书画统一使用的标
准书体，其字形方正匀称，大小一致，布局整齐。

图④ 嘉庆书法 《慎刑论》（局部）

嘉庆《慎刑续论》

综观四篇慎刑主题的文章及书法，可见乾隆、嘉庆时
期完整成熟的法律思想体系。乾隆的《书苏轼刑赏忠厚
之至论后》《修德修刑论》，以行书笔墨辨析法理，批判宋儒
虚泛仁恕，要求摒弃主观人情量刑，主张据实断案、德刑并
举，打破天人附会的传统观念，确立严谨求实的司法准
则。嘉庆的《慎刑论》《慎刑续论》承续前朝慎刑内核，以端
庄楷书书写刑狱文论，恪守律法规制，整顿司法吏治。四
篇文书一脉相承，皆秉持德主刑辅、宽严适中的理念，反对
盲目宽纵与苛酷滥刑，要求重视性命、秉公断案。

这批兼具书法价值与法治内涵的故宫文物，完整地
呈现了清代慎刑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凸显了书法服务政
教、礼法合一的时代特征，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与文
化的珍贵实物。

《慎刑论》写完之后的第二年，嘉庆又写了《慎刑续论》，并下令大学士、三法司堂官员
和各省督抚、按察使等 60 余名大臣学习。不少王公大臣跟风誊写这篇文章，嘉庆的兄长
仪亲王永璇也誊写了《慎刑续论》（见图⑤）。

图⑤ 永璇书法 《慎刑续论》（局部）

图① 乾隆书法 《书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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